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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寶地」的出現

──移民與地方再造＊＊

林 瑋 嬪＊

摘 要

本文以一個臺灣聚落一百年來發展的過程為例，結合文獻與田野工作來

探討想像「故鄉」不同的方式。本文論證政治經濟體系的空間分配、聘僱方

式與文化空間概念為形塑移民如何想像「故鄉」的基礎。因此，移民與故鄉

之間之血緣與地緣的聯結以及其中蘊含的道德性只是眾多的想像方式之一。

其次，本文也著重在討論移民如何透過建築與地方的重構，將其現世短暫的

經濟成就轉換為持久的文化價值。在這過程中，移民不斷透過各樣新型建築

形式的引入與創造來具現其新的認同。本文最後討論新一代的移民與故鄉聯

結的方式。在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下，血緣與地緣的重要性逐漸被削弱。在受

到外來知識的影響與建構後，故鄉做為「藏寶庫」的意象被突顯出來，並與

傳統的想像方式相互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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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幾年前剛開始在臺南縣學甲鎮周圍聚落進行初步調查時，幾個地方人士

很熱心地帶筆者去新頭港庄參觀。車子駛出了學甲鎮外，迎面而來的是一股

蔥蒜刺鼻的味道。經過了一池一池的魚塭，來到了新頭港。他們指著那裡一

間間不同形式的房子，告訴筆者這裡出了哪些有名的人士，並且感慨地說：

「很難相信吧，這種鹹地竟然出了這麼多高人（gau lan）！」1
的確，走入新

頭港，很難不被她特殊的聚落景觀吸引。三十戶左右的村庄，完整地被包圍

在一個護堤內，裡面的房子整齊一致地朝向西方。再仔細一看，每一棟房屋

又各有特色：從傳統木造、磚造、中西合併到改良閩南新式建築琳瑯滿目。

雖然其中很多都沒人住，但可看出來都有人細心維護著。正如這幾個地方人

士所言，這裡幾乎每間房子都是住在臺北、臺南或中國某企業家的「祖厝」；

新頭港是這些遊子的「故鄉」。

「故鄉」或「家鄉」常給人安全與穩定的感覺（Rapport and Dawson

1998: 6 ）。對漢人而言，故鄉更因有著血緣與地緣的意涵而具有重要的意義

（Goodman 1995: 4-5）。一個人對故鄉的情感不但被視為自然的，而且具有

崇高的道德性（morally excellent）（ibid.: 12-3）。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

知為何早期關於移民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探討移民現象的出現到底是削弱、保

存或是復振故鄉的親屬關係（Chen 1939; Watson 1975）？也有不少研究關

心海外華人究竟如何與他們位於中國東南的原鄉重新聯結的問題（Eng 1999,

2000; Woon 1989, 1990）。

然而，正如近來有關跨國主義與全球化的文獻（Appadurai 1996; Gupta

and Ferguson 1997 [1992]; Hannerz 1996; Rouse 1991）指出，單純地將移民

與原鄉的關係視為不可切斷的聯結不只忽視了一個地方如何為全球政治經濟

所影響與創造，同時也簡化了移民認同與地方再造的複雜性。例如Malkki指

出：「原生地的情結使人盲目，而且無法瞭解人類如何透過居住、記憶與想

像產生對一個地方多種依戀與歸屬的形式」（1997: 72）。

1 本文的福佬話拼音根據「臺灣語言音標方案」（Taiwanese Language Phonetic Alphabet）

標寫，但省略聲調部分。感謝唐宜傑在拼音方面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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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在漢人研究中，對於跨國主義（Ong and Nonini 1997; Ong 1999;

Hsu 2000）、原生地政治（the politics of native roots）（Siu 1994: 32）以及

移民認同（Pieke and Mallee 1999: 14; Zhang 2001）有了更多的討論。在回

顧香港新界文姓氏族近五十年來不斷往外遷移的過程時，Watson指出移民與

原鄉的聯結，特別是親屬關係，也在不斷地轉變。文姓氏族早期有嚴格的父

系繼嗣概念。但是在文姓的人不斷向外遷移後，親屬關係也逐漸成為想像的

建構，甚至是虛擬的存在（Watson 2004: 904）。另外，Louie在研究美籍華

裔青年尋根活動時，也說明了參與的年輕人即使回到原鄉，也未必認為他們

與該地之血緣或地緣的聯結是重要的。相反地，造訪父母的原生地反而讓他

們意識到自己與所謂的原生地的區別，同時不再認為自己「歸屬」於該地

（Louie 2000, 2001, 2004）。

本文將以一個臺灣聚落一百年來發展的過程為例，結合文獻與田野工作

來探討想像「故鄉」不同的方式。本文論證政治經濟體系的空間分配、聘僱

方式與文化空間概念為形塑移民如何想像「故鄉」的基礎。因此，移民與故

鄉之間之血緣與地緣的聯結以及其中蘊含的道德性只是眾多的想像方式之一。

其次，本文也特別著重在分析移民如何透過建築（如祖厝與祖墳的興修）與

地方（如聚落景觀）的重構，將其現世短暫的經濟成就轉換為持久的文化價

值。在這過程中，我們將會看到各樣建築形式與地方再造如何成為移民具現

自身並創造新認同的方式。本文最後討論新一代的移民與故鄉聯結的方式。

在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下，血緣與地緣的重要性逐漸被削弱。在受到外來知識

的影響與建構後，故鄉做為「藏寶庫」的意象被突顯出來，並與傳統的想像

方式相互競爭。

二、頭 港

（一）舊頭港

頭港位於臺南縣學甲鎮之西北郊（圖一）， 裡面包含舊頭港與新頭港兩

個聚落。清朝時期，「頭港」因位於倒風內海，是人們自倒風內海上岸「頭

前」（首先）登陸的港口，因而得名。
2
許多村民都提到船隻過去可以直接開

2 倒風內海的形成見張瑞津等人的研究（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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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聚落口，並可指出村裡某些人的屋子或園地當初仍是港口繫船之處。

目前居於舊頭港主要以三個姓氏──吳、王、黃為主。據說他們在大陸

的關係是姻親或鄰居。也有庄人提到他們是結拜兄弟，來到頭港後還曾一起

到麻豆去剿「賊王」。這些傳聞或多或少驗證了頭港位於倒風內海沿岸的說

法，因為當時頭港與麻豆都是倒風內海的港口，距離並不遠。

舊頭港的三個姓氏中，王姓分布在庄的西南側，黃姓則在更西邊稱「三

塊厝」的地方。吳姓雖是村中的最大姓氏，但是他們聚居於庄內不同地方，

且其名稱往往得自該人群聚居地點的景觀。例如，位於庄南的吳姓家戶被稱

為「過溝房」（因為到該房聚居的地方要過一條溝）、庄西的吳姓人家被稱

為「山仔尾房」（因該房位於小山崙邊）、更西邊的吳姓稱為「林投巷房」

（因為到該房聚居處要經過一條林投巷）與庄東的公館房。以上各房雖都姓

吳，但之間並無清楚的血緣關聯，也無共同的祭祖活動。

來到頭港後，庄民早期多以「半山海」（亦即半農半漁）維生，但是亦

有經營木工與商業者。目前，大多數的居民都從事農耕或經營漁塭等。宗教

上，庄人提到土地公是最早來到頭港的人所奉祀的神明。早期曾有一間土地

公廟，但是後來被日本人燒掉。之後吳姓奉祀的吳王爺（三王）與翁姓奉祀

的觀音佛祖相繼「落公」（歸公），與土地公成為頭港人共同奉祀的神明。

圖一 頭港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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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聚落中還有頭港人外出工作時請回的大王爺以及各姓氏崇拜的私人神

明。如，王姓家戶所奉祀的玄天上帝以及另一吳姓崇拜的池王爺（二王，其

金身後來跟隨吳姓人家搬遷到新頭港）。戰後，頭港庄廟重建，命名為「鎮

安宮」。後來於 1968，1983經歷兩次重修改建後，逐步確認大、二、三位王

爺為庄廟主神，觀音佛祖鎮後殿。之後，王姓角頭奉祀的玄天上帝亦在第三

次重修後落公，成為庄人共同的神明。

此外，頭港鎮安宮又含括在更大的區域祭祀體系之中──即，東邊的學

甲慈濟宮以及西邊的南鯤鯓五王廟。頭港人不但每年都要前往二處進香刈火，

二地的神明也會每年或在村中有重要的大事發生時來庄裡坐鎮。行政上，自

清末以來頭港幾乎都涵蓋在學甲（堡 / 區 / 庄 / 鎮）的範圍內。因此，學甲

對於頭港而言，不但是宗教，也是行政與經濟上的中地。然而，在學甲與頭

港之間，另有一個重要的小鎮，中洲。中洲位於頭港南方，早期亦為倒風內

海支流的重要港口。由於不像頭港如此近海，地理上更適合人群居住，因此

早期曾是經濟相當繁榮的地方。但是隨著內海的淤積，中洲亦逐漸沒落，不

過仍維持著做為鄰近村落小額買賣、行政（如派出所、農會辦事處以及社區

活動）以及教育（小學）等生活的中心。類似於次級中地（Skinner 1964），

與頭港日常生活密切相關。

（二）新頭港的形成

由於位於倒風內海上岸處，舊頭港自始就不是一個富饒之地。例如，筆

者在中洲從事訪問時，當地的耆老提到當初他們的祖先亦在頭港登陸。但由

於海邊風大土鹹並不合適居住，因此才往南遷移到中洲。的確，庄人也提到

每到冬天頭港的土地就會浮著一層白色的凝結物，可見土壤鹽分之重。我們

可以進一步透過當地居民留下來的傳記來理解這個貧瘠的環境對於生活在這

裡的人的影響。於 1899年生於頭港的吳三連先生在其傳記的第一章「淒涼的

童年」回憶說：
3

「頭港仔」這個小村莊恰好位於土地可供耕種極限的邊緣。由「頭港仔」

往西再走三公里，便是鹹濕的海岸。人們在那些不能耕種的土地上，挖池

養魚、曬鹽或者利用粗麻竹拼編小竹筏，冒險出海捕魚，養家活口，一年

3 為保護受訪者的隱私，本文所提到之新頭港人的姓名皆為匿名。然而，當本文引用新頭港

人自己出資或他人為之代筆而留下之傳記或回憶錄者，筆者將直接引用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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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代代，無可奈何、樂天知命地度過單調的生、老、病、死的人生。

……我的祖先……遷臺以後數代先祖不是打魚，便是行船。到了我的父

親，才轉業為木匠。其實，打魚也好，行船也好，作木匠也好，一年所

得，要想勉強圖個溫飽，還必須祈神保祐不生病痛。如有不幸，則淒風苦

雨，其情其景，不忍卒睹。（吳三連 1991: 8-9）

生於 1913年的吳修齊先生也敘述道：

頭港里土地貧瘠，且含鹽分，又無水利，多數皆屬原野草埔，是既偏僻又

荒涼的鹽分地帶；尤其靠近急水溪，時遭水患，一年多至三、四次，因此

雖有部分土地可以插秧種稻，但每逢收成之際，常因水、旱風災，以致前

功盡棄，勞而無獲。……村民大多種植蕃薯、大麥、田菁以維持生計，一

般家庭多以蕃薯簽，蕃薯葉果腹，營養之不良以及窮困之情形，可想而

知。（吳修齊 撰年不詳: 44）

由於頭港生活環境的限制，庄民必須繼續向外尋找拓墾的機會。此時，倒風

內海持續淤積，頭港周邊的土地續有土地浮出：往西有「西埔」，向東則有

「東埔」的出現，因而讓頭港人有了向外墾殖的可能。於是，有一群頭港人

遷往西埔定居，該地即為今之「西埔內」庄。另一群人則搬到東埔，即本文

研究地點，今稱為「新頭港」聚落。

庄人說他們的祖先來到剛浮出來的陸地多半從事「搭寮放魚」。據說當

初最早來到頭港的神明，土地公，還曾一度在「中湖」（舊頭港古名）、「東

埔」（今之新頭港）與「西埔」（今之西埔內）三地間輪流由經營魚塭者祭

拜。不過有人也指出因人口自然增長而必須的搬遷也是新頭港逐漸成庄之因。

吳三連的傳記中有一段與遷移至新頭港相關的描述，記載著在 1903年左

右的舊頭港人如何遷到新頭港的過程：

遷移的事情，直到今日，我仍記得非常清楚。那時村中能夠工作的人，三

五成群，敲敲打打，舊房子上的泥土便紛紛落地，整幢房子就只剩下用小

竹片編成的牆壁和用粗竹子做成的柱樑。一番吆喝，前呼後擁，不一會兒

功夫，整幢房子也就搬走了。搬到了那個地理師指示的新地點之後，眾人

再取水和黏土，泥混粗糠，一番塗抹，幾次敲打，遷移之事也就大功告

成。那年我大概四、五歲光景，拖著一條髮辮子，跟隨在大人的行列之

後，就這樣子由「舊頭港仔」遷移到「新頭港仔」了。（吳三連 1991: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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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到新頭港的庄民仍以舊頭港的神明為主神。舊庄之五營中的「北營」與

「東營」因新頭港位於舊頭港之東邊偏北，因此也隨之遷移到新址以保護新

的地點。
4
一直到 1970年左右，新頭港人才將聚落中吳智明家的祖佛，池王

爺，落公成為新頭港的地方守護神。
5
圖二是今日新頭港家屋分布概況。

然而，遷移到新頭港真的使得庄民的生活獲得改善了嗎？看來並不然。

新頭港的地勢，由於剛淤積成陸地，實際上仍非常的低，因此每年的雨季必

定淹水，使得遷居的人過著比舊居更辛苦的日子（吳三連 1991: 10）。此外，

由於新頭港位於急水溪下游南邊，當時急水溪的堤防相當簡陋。每遇大雨有

較大的水勢時，堤防即被沖毀。居民年年要飽受浸水的災難。例如，年紀較

大的村民說：

以前如果下雨，就要煩惱了！因為堤防一定會崩，「做溪流」（co khe

4 有關「五營」，見林瑋嬪（2003）。

5 除了吳三連、吳修齊、吳尊賢與龔聯禎等地方名人以真實姓名出現在本文之外，其

他文中提及的姓名皆為匿名，以保護報導人的隱私。

圖二 新頭港家屋空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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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大水一來，淹過眠床，大家都不能睡。那時要看水勢大小，把椅子

搬到床上，一張一張疊上去。

吳尊賢在其傳記中也有清楚的敘述：

洪水淹入屋內大概都有二、三台尺之高，床鋪浸在水中無法就寢，爐灶浸

在水中無法舉炊，有時要一、二天才會消退。在浸水時間中，小孩要擠在

飯桌上或坐在搬到床上的椅子，叫渴叫餓。大人則廢寢忘食，在水中走來

走去，不眠不休的照顧小孩及家畜，即使非常用心，家畜還是常被流失或

淹死。最大的損失是魚塭所養的魚一定流失殆盡，農作物也有的腐爛，有

的枯萎，真是慘不忍睹，苦不堪言。（吳尊賢 1987: 21）

較年輕的庄民，回憶兒時的情景，也開玩笑地說：

小時候只要下雨，我就坐在床上洗腳，看魚在下面游來游去。

可見如此惡劣的環境以及艱苦的童年不僅出現在所有外出新頭港人所撰寫、

口述的傳記與回憶錄，也是當地人共同的記憶。
6

貧瘠的環境使得新頭港人為了維生，必須再度向外遷移。在探討新頭港

人如何再度向外發展之前，筆者要先討論當地人如何理解新頭港這個「地

方」。
7

三、新頭港的文化空間概念

自然地理環境的改變固然提供新頭港移墾的客觀條件，然而，當地人對

於為何遷移以及新頭港是一個甚麼樣的地方卻有他們自己的主觀認識。流傳

在新頭港有許多傳說，例如，一個關於遷移的故事是：

相傳……某年某日，有一個地理師路經「頭港仔」，一番觀前瞻後、左顧

右盼之餘，告訴村中的長老：附近某處，「地理」頗佳，若能下定決心，

舉村遷移，將來必定人才倍出，大富大發。村中部分長老……幾經商量，

終於做了遷移的決定。（吳三連 1991: 9）

6 傳記或回憶錄見吳三連（1991）；吳修齊（不著撰年，1992、2001）；吳尊賢（1987，

1999）；吳尊賢暨親友（1997）。

7 有關被研究者如何認識他們所居處的地方，見 Feld and Basso（1996）；Hirsch and

O’Hanlon（1995）；Lovell（1998）等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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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風水地理的角度來解釋新頭港的成庄是現在相當普遍的說法，值得我們進

一步探究。

風水，簡單來說，是漢人認識自己與環境互動的方式。它是由複雜的形

上概念與象徵所組成的宇宙觀（Feuchtwang 2002: 2）。風水先生即是精於此

知識系統的專家。一般人認為透過風水先生為各式建築尋得合適的位置能為

自己與家人帶來好運，如財富、子嗣與成功等。由於漢人的居住法則以父系

繼嗣為主，因此能夠獲得風水好處的人通常是家庭成員或父系子嗣。村落的

風水則由當地村民所共享（Feuchtwang 2002: 244）。
8

然而，居住者與土地與建築之間還有相當多樣的聯結方式。以家屋為例，

選址時，主要家庭成員的八字必需與家屋的座向配合（Knapp 1999: 36）。家

屋的空間形式以人體坐姿為隱喻：如，房子的中心部分稱為「大厝身」、兩

側為「伸手」（見林瑋嬪 2001: 24）。因此，住在房子中的人與房子不斷互

動，二者相互影響。
9
這是為何頭港人說「厝似人，厝倒，人也倒，生意也

倒」（Chu na lang, chu to, lang toh to, sing li ma to）之故。房子建好後還要舉

行一系列與房子相關的儀式，包括「謝土」、「入厝」與「安神位」等。這

些儀式進一步將家庭成員與祖先以及神明聯結（林瑋嬪 2001: 28-29）。因此，

興建家屋不但能得到風水的福庇，也能得到神明的保護以及確保父系繼嗣的

傳承。
10

其他型式的建築，如祖先的墳墓甚至聚落環境本身，也與風水、身體與

父系繼嗣概念相關，因此也會對人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
11
這些概念使得新

頭港人或是一般漢人在出外事業有成以後，即使已經定居外地仍會不斷回來

興修祖厝、祖墳或建設故鄉。他們將自己在外的成功歸諸於他們與祖厝、祖

墳以及故鄉的聯結與福祐。

此外，由於新頭港人經商相當成功，因此，關於新頭港如何是一「風水

8 有關風水的研究相當多，見葉春榮（1995）、林開世（2007）、Bruun（2003）、Freed-

man（1969）等。

9 家屋與身體的類比關係也廣泛出現在其他文化中，見 Carsten and Hugh-Jones（1995）。

10 漢人移民功成名就回鄉修祖厝的例子非常普遍，見Watson（1975）and Eng（2000）；其

他文化中也有類似的情形，如孟加拉的 pakka（stone）house，見Gardner（1993: 12-13）；

馬達加斯加的 white house, 見 Thomas（1998: 425-446）。

11 關於墳墓的討論，見 Aher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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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地」便發展出不同的傳說。例如，有庄人說新頭港的好地理是因為背後有

竹竿山做屏障，並有「七星墜地」的山崙順勢而降，來到新頭港（圖三）。

還有人提到新頭港的位置剛好在南鯤鯓（代天府）與學甲（慈濟宮）的中間，

也就是在這條龍脈 / 身的正中。因此具有這一地區最好的地理。更有庄民說

當時南鯤鯓的五王在尋找廟址時，都曾考慮過此。

另外，也有庄人說由於新頭港的東邊緊鄰學甲地區的墳場，因此他們早

期遷入新頭港的祖先無法按照傳統漢人家屋以坐北朝南的方向來興建房子。

而需改為背對墳場，以坐東朝西的方向建造。
12
不過即使是如此，由於聚落

仍然十分接近墳墓，生活在村裡仍有令人感到不安的時刻。如，村中最年長

的耆老說以前他的母親剛嫁過來的時候，每天早晨來到廚房煮飯，打開窗戶

時，一眼看出去就是墳墓塚塚。在白煙渺渺的清晨，往往令她不寒而慄！這

種情形一直到南鯤鯓吳王爺來解決後才有了改善：祂指示村民將接近房屋的

墳墓全部撿骨，並發動村民在聚落的東邊掘土修築一道土堤以「分隔陰陽」。

這道土堤即是我們今日在新頭港看到之護堤的原型，它使得人鬼的空間有了

12 以前曾有兩間房屋以坐北朝南的方式興建。原因是因為該二戶遷入時間較晚，暫居在庄南。

因該地空間有限，若採東西向，則出入的空間相當狹隘。這兩戶後來往北遷。遷移後之房

屋亦與其他家戶一樣，坐東朝西。

圖三 新舊頭港相對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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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區隔。此外，也有人強調說新頭港前面有一條由南往北匯入大海的「水

路」，因為「呷對水勢」，使得新頭港後來特別能夠出人才、有發展。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些關於新頭港空間不同的理解方式正顯現著當地人

對於他們所居住的環境有著不同的想像。這些想像是居民將地方與宗教、經

濟以及政治等不同社會文化層面聯結所產生的結果。而且，不同傳說之間並

不盡然相互牴觸。當地人可以選擇或甚至創造出新的聯結方式。

不過，近幾年來，在眾多關於新頭港的想像中，有一個說法逐漸取得較

顯著的位置。這個說法首先出現在當地富商吳修齊的回憶錄中。他以吳三連

關於地理師的故事為基礎做進一步發揮。據說，當時這位地理師還提到新頭

港的所在地乃是一：

「烏鴉落洋」的穴地，若遷往該地居住……住在最前排者最先發達，其次

二排三排循序興旺。住在後排者雖最慢發達，一發達則其大無窮，但必須

積陰德以配合。（吳修齊 撰年不詳：45）

這樣的說法乍聽之下似乎能說明新頭港家戶的發展順序，事實上則有相當後

設的傾向，因為這位地理師似乎太精確地預知了新頭港未來一百年的家戶發

展，以致不免讓人懷疑是說故事的人在現象發生後才做的推論。
13
此外，這

個說法也帶有意識型態的建構：因為說故事者的房子正好位於聚落最後一排，

也就是地理師預言發達時將力大無窮的位置。

不過，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看到，這樣的說法不但已經被書寫成文字，

還立牌豎立在聚落的入口處。此外，當代的頭港企業家還進一步發揚這個說

法，因而有更新的論點發展出來。本文要問，為何這一說法能取得如此重要

的位置？在一個接一個的「風水寶地」故事中，蘊含的是甚麼樣的移民與地

方關係？

四、新頭港人與日本殖民製糖業主導下的區域性發展

今日的新營市在清末原本只是位於鹽水周圍的一個小聚落。其開墾、得

名與明鄭時期寓兵於農，設營屯田有關。一開始軍營設於鹽水南方約二公里

處，後遷於現址。因而前地稱為舊營，此地稱為新營（富田芳郎 1981[1940]:

13 庄裡的老人亦無人聽過這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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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清朝時期的鹽水，因其河港之便，為諸羅（嘉義）與府城（臺南）間

的重要都市。然而，清末由於河道逐漸淤塞，致使港口機能喪失，市街發展

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富田芳郎 1954 [1940]: 51）。

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日人著手努力於現代化建設。首先是鐵路的

鋪設，由於當初鹽水仕紳的強力反對，並且因新營線正好位於當初欲選擇之

另兩條路線－六甲（山）線鹽水（海）線－的中間，因此新營線最後雀屏中

選（范博生 2003: 14）。於 1902年連接嘉義與臺南，成為兩地間的交通要站。

1907年鹽水港製糖會社於此設置總社事務所、工廠。製糖業因此進一步

成為新營市街發展的基礎。新營工廠的「原料區」包含了今日臺南縣之新營、

柳營、下營、學甲、六甲、大內與官田的部分區域。會社亦大舉興建糖業鐵

路。以新營為中心的糖業鐵路計有 15線 92公里（范博生 2003: 31-32）。此

外，糖鐵營業線另與鹽業會社的「布袋線」接軌以輸出布袋附近生產的食鹽。

因此，砂糖加上食鹽以及嘉南平原盛產的稻米輸出，使得新營逐漸在日據中

期成為重要的貨物集散中心（范博生 2003: 49-50）。1920年新營進一步被選

為郡役所的所在地，成為新的地方行政中心。人口增加更為迅速。與製糖業

相關的工業如紙漿與酒精工廠紛紛設立，在日據末期成為南部新興的工業都

市（富田芳郎 1981[1940]: 298）。

新營的崛起無疑是日本殖民政府有計畫發展的結果。作為交通運輸的匯

集點、現代化工廠組織與行政中心，新營必然成為新的人潮的聚集處以及提

供周遭腹地居民工作機會的地方。就是在此時空背景中，當時地瘠人貧的新

頭港人紛紛前往新營尋找出路。新頭港人有不少人來到新營的木材店學做買

賣、裁木或在牛車店學做牛車。那時會到新營與住在庄北的吳天成有很大的

關係。

吳天成生於 1891年，家裡相當貧困。但是由於他的姊夫當時在鹽水開牛

車店，因此有機會可以到鹽水學做牛車。在學習的過程中，吳天成同時習得

了有關木材的知識。後來見新營發展比較好，便與姊夫到新營，合開牛車店

兼營木材。之後，約在 1930前後他漸漸將他的兄弟、堂兄弟們與鄰居帶到新

營以及附近的木材行當製材師傅。也引薦鄰居給他的姊夫，跟他學做牛車。

於是，透過層層疊疊親人與鄰居的互相牽引，庄北的一大部分人都在新營經

營木材或做牛車生意。

其中，由於較早在新營發展，吳天成是其中做得最為成功的一戶。他家



林瑋嬪∕「風水寶地」的出現──移民與地方再造 311

原本很窮。在新營做生意賺了錢之後，其母要求他回到新頭港修建祖厝，讓

她「出一口氣」！該祖厝約在 1930年間完成，建材以福杉為主（圖四）。當

初新頭港人都還在住草厝時，吳天成家是新頭港的第一座木造房子。當這座

房子完成後，吳家小孩還因此由新營遷回來新頭港住了好幾年。

然而，要進一步瞭解新營的興起對新頭港的影響，還要從製糖會社來看。

新頭港很早就有人在新營製糖會社工作，但並不普遍。一直到另一位地方重

要人物──龔聯禛的出現，情形開始改觀。龔氏生於 1905 年，公學校畢業

後，就從當時已在會社工作的同庄鄉親那裡習得鐵工與營建方面的知識。由

於通曉日文，龔氏後來便與一位日本人合作，開始向新營製糖會社承包工事。

等到逐漸得到日人的信任後，便跨足至整個嘉南地區，承包製糖會社廠房興

建與維修工程。光復以後，龔氏繼續在新營經營農產物加工廠與製麻工廠。

透過他與糖廠既有的熟識，將工廠生產的麻袋賣給糖廠做砂糖包裝之用。後

來，又在臺南併購了製麻廠。由於該廠區土地多達十四甲，於是龔氏也在當

地興建兒童樂園、保齡球館與大酒店等娛樂設施（謝玲玉 2001: 46-47）。後

來甚至到泰國投資設立製麻廠。之後由於塑膠製品取代了麻布袋。因此龔氏

的工廠在 1978年左右結束。

在事業有成了以後，龔氏也回鄉翻修祖屋。該屋為磚造，並用更好的木

圖四 吳天成祖厝（作者攝）



312 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

材──檜木裝飾（圖五）。無論是內裡或外觀都比吳天成的房子更為精緻。

在聚落方面，龔氏也出錢捐建聚落集會所，開設「夜學」，請人教導日文，

好讓庄人與外界的溝通更為便利。至今，集會所舉行「上樑」儀式當天，工

人在屋頂上向下面灑糖果與錢幣的歡樂景象仍是如今許多七、八十歲新頭港

人的共同記憶。此外，聚落的「陰陽隔界」早期只是一條由村民擔土堆成的

土堤，龔氏也出資建造成較穩固的水泥牆。
14
今日新頭港護堤的最底層即為當

時修建的成果。此外，龔氏也捐資整修舊頭港庄廟，並在學甲捐建乞丐寮，

收容貧民（謝玲玉 2001: 8）。1957年又在學甲興建職業學校。並以其父「天

仁」為校名，以茲紀念。

由於龔氏早已在新營發展，因此在新頭港修建的新厝並非做為他本人居

住之用。不過，他大約每月回鄉兩次，以探望故鄉親人與會見學甲地方人士。

至於龔氏什麼時候會回來，庄人說他們並不清楚。但是他們說只要看到庄內

聚集了一大群學甲來的乞丐，就知道龔氏要回來了。他們知道龔氏在見完學

甲地方頭人後，就會在祖厝前施捨，據說每人可以分到五百元！由此可見回

鄉對龔氏而言是會親，也是與地方人士建立關係的方式。因此，此時的移民

仍與新頭港保持密切的互動。「新頭港」或「故鄉」的意象鑲嵌在當地的社

會網絡之中。

從庄北從事木材、牛車，或龔氏的糖廠維修或農產品加工業，都讓我們

看到日據時期的農業經濟對新頭港的影響。那麼，這些外在的力量以多大的

14 是否為龔氏獨資興建已無法確定，但是根據庄民的記憶，龔氏應是主要的出資者。

圖五 龔聯禛祖厝（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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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改變了地方社會呢？從在新營發展牛車與木材業的人來看，吳天成提攜

宗親與鄉親到新營學製材或牛車製作約在 1930年代左右。然而隨著製糖業的

沒落以及臺灣經濟往工業轉向，我們看到牛車與木材業大約在 1960年之後急

速衰微。小成本的生意以及相對短暫的發展時間使得他們對新頭港產生的影

響有限。隨著行業的沒落，他們也很少回到庄裡來。因此之後庄北的房子逐

漸腐蝕、毀壞。有的人家還會回來拆除舊厝，有的就任其傾倒不顧。因此庄

人常常提到在護堤與聚落整建計畫未執行前，傾倒的房舍與蔓生的雜草使得

庄北看起來十分荒涼！前面的圖二也顯示今日庄北有很多空曠的土地。主要

是因為當初經營木材、牛車店的房子大部分都已消失。有些更換主人，有的

只剩下空屋，或暫借人住。

至於龔氏與新頭港的關係則要從幾個面向來看。首先，當龔氏承包到糖

廠工事之時，由於短時間就需要很多人同時進行營建或維修的工作，因此不

但是新頭港人，而且頭港附近的村庄都是他招募工人的對象。然而，會社的

維修與營建為粗重工作，且時間是短暫、非固定的。當工事完成後，工頭與

工人的關係也隨即結束。頭港人常以一句與鳥有關的俗諺來描述這種關係：

即，「有呷與你窩，無呷飛過區」（u cia kah li u, bo cia pue kue khu，意為有

得吃就與你窩在一起，沒得吃就飛到別處）。以此來說明承包商與工人之間

並不易形成長久的關係。因此，雖然聚落裡斷斷續續有不少人在糖廠做維修

工，但是這種工事承包業對聚落原有的社會關係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戰

後龔氏成立製麻工廠需要不少人工，但那時另一個新的力量已悄悄地進入了

新頭港。新頭港人已經逐漸轉向紡織業發展了。

五、戰後臺灣紡織業的發展與新頭港人的遭遇

前面我們提到了新營得以發展是因為日人在臺灣的經濟策略上側重農業，

這當然與殖民政府以「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有關。日據時期臺灣所需的紡

織品大部分由日本進口（黃東之 1954; 林邦充 1969; 周文 1973）。由於棉布

為民生需用品，而當時臺灣又無充足之紡織生產工廠，多仰賴國外進口。在

消耗外匯至鉅的情況下，國民政府於遷臺之初即開始以進口替代的方式扶植

國內紡織業（杜文田 1976 [1970]）。在當時勞力成本低廉、由上海轉移至臺

灣的紡織技術之配合、美國棉花援助以及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保護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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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紡織業得以成長。其中，從 1950 至 60 年間所實施的保護政策相當多，

較重要的見表一。

這些政策顯示政府對外採取管制紗、布進口，使國內紡織廠不受外來競

爭影響的同時，對內以「代紡代織」的方式扶植國內紡織廠的發展。因此，

臺灣的紡織業在 1960年之後，已能自給自足，逐步拓展外銷。

然而在 1960 年以後，臺灣的紡織業經歷兩個主要的衝擊（張茂修 1982:

33）。首先是美國在 1962年對臺灣輸美棉紡品設限。接下來是美援於 1965年

停止。為了因應這樣的衝擊，臺灣紡織業做了兩項的調整（張茂修 1982:

34）。第一是發展上游人造纖維工業。第二為推展下游成衣工業，推動紡織

服飾品之外銷。人纖工業的發展使得臺灣能夠解決缺乏天然纖維原料如棉花、

羊毛的問題。因此，在 1968 年以後已超越紗線與織物出口品，大量外銷出

口。在 1970 年以後，紡織業已進入全面性的出口擴展之成熟期。到 1987 年

為止，紡織產品一直是臺灣首要出口產業。同時在世界上，也成為四大紡織

品出口國家之一（林唐裕 1992: 160, 162）。

總之，臺灣紡織業的發展必須從當時全球產業分工來看。已開發國家因

工資上漲而必須致力於高級產品與原料的開發。而開發中國家的紡織業則因

尚未能自給自足，因此仍須進口紡織品以供人民使用。此時臺灣的紡織品適

時進入國際市場，得以蓬勃發展（黃麗珠 1995: 68）。另一方面，臺灣紡織業

表一 政府在 1950-60年間輔導紡織業發展的重要措施

（資料來源：林唐裕 1992: 154）

年代 相關政策

1951 行政院頒佈「管制棉布進口辦法」，限制棉布進口。

1951
實施紗、布限價及美援棉紗配售（中信局將美援棉紗委託各織布工廠

加工，再交回中信局分配各布商）

1953 執行的「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將紡織業列為優先發展產業。

1954
財政部頒佈「外銷品退還原料進口稅辦法」，行政院通過「獎勵棉紗、

棉布出口辦法」

1954 經濟部成立紡織小組

1954 紡織廠設限

1957 經濟部成立紡織品外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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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國家力量強力主導下而發展。國家以一連串的保護措施主導了紡織業的

發展方向。不過，相對於日據時代，我們看到一個產業如何逐步由中游（紡

紗、織布與染整），往上游（人纖生產）與下游（成衣服飾加工）發展，最

後三者垂直整合在整個臺灣島內。

正當不少新頭港人在新營奮鬥時，另外有幾個人走不同的路線，往臺南

發展。他們後來發展成企業界中俗稱的「臺南幫」（李慶恭 1994; 謝國興

1999），對新頭港的發展影響至深。

首先，要從日據時代的布業談起。日據時代的臺灣布業批發以臺北為中

心，其次為彰化，臺南居第三（吳修齊 1992: 135）。當時在臺南府城經營布

業者大都來自當時的北門郡。
15
其中頭港的鄰村──二重港的侯氏家族在其中

算是佼佼者（吳修齊 不著撰年: 111）。由於頭港吳家與侯家的姻親關係使得

吳家的人因而有機會進入布界。其中吳修齊在 1928年來到臺南成為侯家布行

的學徒。其弟吳尊賢 1930年亦進入布行工作（吳修齊 不著撰年: 104）。

吳氏兄弟幾年後離開侯氏布行，1934年另創新和興行。該行資金來源來

自新頭港吳氏宗親與姻親（謝國興 1999: 80-1），由吳氏三兄弟與表親共同經

營。新和興布行在兄弟的努力經營下生意相當不錯。但是由於遇上二次世界

大戰，布匹來源中斷，因而解散。戰爭結束後，1946年吳氏兄弟再邀集新頭

港鄉親重組新和興行。並因臺北在國民政府遷臺之後政治經濟的地位更加重

要而在臺北也成立「三興行」，由吳尊賢常駐。

新和興當時提供相當多的宗親、姻親與鄉親到行裡來工作的機會，成為

那時布業的「高級幹部的養成所」（吳尊賢 1999: 93）。新和興歇業了之後，

行內同事紛紛另組行號，各自再拉拔親人鄉親進入布界。有關這一部分由於

牽涉到布業與新頭港人的關係，將在後面討論。

1952年國民政府開始管制紗布進口後，吳氏兄弟開始思考經營布店以外

的出路，尤其是往上游設立紗廠的可能性。如前所述，那時政府對設立紗廠

有嚴格限制，因此在 1950年間，政府再度開放兩家紗廠時，爭取設立者超過

十家以上。這時新頭港的另一位政治人物，吳三連，成為吳氏兄弟爭取設廠

的重要助力。

吳三連 1899年出生於頭港。於學甲公學校畢業後，在兄長的資助下，考

15 即今之北門、學甲、將軍、佳里、西港與七股六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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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臺北國語學校。之後，獲得板橋林家獎學金前往日本深造。吳三連在日本

參與反對運動，成為留學生的抗日領袖。由於批評日本的言論使得他後來亡

命中國。二次世界大戰後，擔任天津臺灣同鄉會會長，並負責將被日軍調遣

至北京、天津服役的臺灣人運送回臺。吳三連回臺後，參與政治。在 1947年

以最高票當選國大代表，並在 1950年被指派為臺北市市長。不久之後參選市

長，成為第一任民選臺北市市長（蔡金燕 1965）。

1954年吳氏兄弟籌設臺南紡織廠時，正是國家對成立紗廠有嚴格限制之

時。吳氏兄弟除了以南部尚無紗廠為由向政府申請外（吳修齊 不著撰年:

250），並特別延請吳三連擔任董事長以借重他的政治聲望以及人脈向相關人

員爭取（謝國興 1999: 274）。因為他的關係，臺南紡織廠方能在十餘家的競

爭中脫穎而出、獲准成立（吳修齊 不著撰年: 253）。後來，吳氏兄弟不斷擴

展關係企業，包括了建設業、食品業、化工業與銀行業等。與當初新和興的

同事高清愿為首的統一企業被合稱為「臺南幫」，是國內頗具規模的民間企

業集團（王克敬 1987）。

吳氏兄弟的企業集團固然是其事業的高峰，然而在工廠成立，為了有效

管理而制度化了之後，反而使得他們與族親、姻親與鄉親的關係因公司的制

度而變得較為疏遠。例如，吳修齊在傳記中提到：

堂內弟令媛……志願為臺南紗廠女工而前來應募考試。因賴小姐聰明伶

俐，作事能力強，又肯吃苦，應是上乘人選，只因當時僧多粥少，女工的

體重規定四十公斤以上，而她不足兩公斤，連考三次都未錄取。岳母及內

弟賴慶隆君一再前來說情都被我拒絕，因此賴慶隆君大發雷霆說：你……

實在不講情理。我的答覆是規定是我所設，我絕對不能自己破壞自己所設

的規定。

妹夫侯德義君及堂妹夫侯錦寬亦曾來應募皆未錄取，舍妹素娥未敢抱怨，

但堂妹阿雲則相當不諒解。（吳修齊 不著撰年: 255-256）

類似的抱怨，筆者在頭港亦時有所聞。加上臺南紡織後來又與臺南商職建教

合作，因此，雇用鄉親相當有限。反倒是在早期的新和興布行時期，帶領鄉

親子弟進入布界，才是吳家對新頭港庄人最重要的影響。在新和興時期，吳

氏兄弟提攜一批新頭港人進入布界。他們後來都自己或與他人合資出來創立

布行或紡織廠，並再次拉拔親人與新頭港鄉親。因此，今日在新頭港曾經從

事與紡織相關行業的家戶，已超過全庄的三分之二！要瞭解紡織業與新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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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必須進一步從布行的招募制度來看。

六、布行中的學徒制

我們可分為兩方面來討論布行中的學徒制。首先是布行中的宗親、姻親

與鄉親關係，其二是早期布行的學徒制。

（一）布行中的宗親、姻親與鄉親關係

由於早期布行人員的養成是全面性的：也就是一個行員往往從學徒幹起，

先學送貨、點貨，然後學習管帳、最後才外出跑客戶（下詳），因此布行老

闆在雇員時通常會從自己可信任的親人中挑選（也見卞鳳奎 1994: 7）。有些

布行老闆會要求受雇者的父母要「掛保證」，以防被偷錢或倒錢。

然而在新頭港，除了親人之外，鄉親也是他們雇用的優先對象。如此的

考慮，多半也與故鄉艱苦的環境與生活經驗相關。例如，筆者問布商為何不

用臺南人時，布商回答說：

咱頭港人卡艱苦，會先想到他們。……臺南人卡無熟。……卡艱苦出來的

人會卡打拼。

頭港人如果要請人，一定是故鄉的人優先。親族、「庄內」、「厝邊」

（即鄰居）會先問、先請。

由此可知除了自己的親人外，同鄉的情誼是布行老闆選擇學徒時重要的依據。

再者，由於布行早期利潤很好，因此若有布行要找人時，大家也都是動

用人情。以頭港人的說法就是要「央三託四」。等到自己的小孩進了布行後，

還要時常送禮：

以前待布行很好。我在布行做囝仔工時，我父親來看我都要帶點東西給老

闆。

要帶什麼啊？我問。

咱頭港仔的名產是蔥蒜，就帶幾把過來。

可見這種同鄉情誼不斷在布行中複製、加強。

對於布行老闆能給自己機會踏進布業，大部分的人也都是心存感激。原

因不只是因為布業收入比當時一般行業豐厚，而是以後可以自己出來開店「當

頭家」，即未來有「出頭天」的機會。例如高清愿是如此描述當初帶他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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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興布行工作的表姊夫吳修齊：

「我沒有他，就沒有今天……」。[我]……等於是在吳修齊身邊長大。「這

種人情比父母還偉大，這是因緣。」高清愿認為他的父母對他有養育的恩

情……吳修齊對他則有一手栽培的恩情。（莊素玉 1999: 54）

同樣的，當村民提起自己可以到布行工作時，都會說：「我是某某人『牽成』

（khan sing）的」。意為「某某人提拔的」。換言之，筆者從未聽當地人以

「某人（布商）來『叫工』（kio kang）」來描述布商招募學徒的方式，而會

說「某人（布商）『牽』某人（學徒）去」。因此，布業學徒的招募方式使

得原有的親屬與鄉親關係更為緊密。

（二）囝仔工（gin a kang）：早期布店的學徒制

早期臺灣布店的學徒稱為「囝仔工」，主要是因為學徒大概都在年紀不

大的時候（約國小畢業）就進入布行工作。要瞭解布行的學徒制，我們需從

早期批發布行的組織談起。布行的組織大致如下（吳修齊口述 1992: 69）：

家長：即掌櫃。為一家布行經營出色與否的關鍵人。有時為老闆兼任，有

時聘用專人。

帳務：即帳櫃，相當於會計。工作為登錄與計算收支。

出張：即業務員。工作為負責推銷布料以及向客人收取貨款。

店口：即店員。負責門市買賣工作。

囝仔工：即學徒。做開門、掃地等清潔工作。並要負責整理、載運布匹。

早期訓練一個布店行員需三年四個月。前三個月是試用期，做不好就淘汰。

新手都是從做囝仔工開始。等到逐漸熟悉布店裡的事務後，就可以升級當店

員，並且學記帳，當帳櫃。最後就可以出去做生意，招攬客戶當出張員了。

我們可以從吳尊賢的傳記，更清楚的看到囝仔工的生活：

每天早上六時起床後，要先收好鋪蓋，開店門、打掃地面、灑水、通水煙

筒、揩油燈的煤煙、倒痰壺、倒尿壺、整理布匹、去醬料店買醬菜，吃完

早餐後就開始做生意。

我初來時……搬布匹、捆布匹、開箱、裝箱、跑銀行，有時也當雜差，例

如老闆出租的房子修理時，要當小工，搬磚頭，也要將所有的廢料垃圾，

拖人力貨車到運河邊去倒等等。如此這般，從早忙到晚。

我們下級人員並無臥房，晚上十一時把店門關起來以後，將櫃臺做臥舖

用，[就睡在櫃臺上]。（吳尊賢 1987: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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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頭港布商的口述都與上述記載類似。然而他們也都提到在布店裡還是吃

得比家鄉好，而且這樣的工作也不比在家鄉要做的事情粗重，所以他們都可

以繼續做下去。

此外，在布行裡工作還有一些特殊之處使得布行老闆與行員之間能夠培

養出較深厚的感情。例如許多布商提到他們年輕在布行工作時，並沒有按月

領薪水。如果特別要用錢，可以跟布行借。布行每六個月結算盈餘一次，那

時才發給行員薪水。但是行員往往沒有將薪水領回，而再投資於行裡。換句

話說，等於是在「份」布行，即，成為布行的股東。日常生活中，行裡的人

都一起吃飯，也就是幾乎是吃、住都在布行。因此行員與行員或行員與老闆

之間都如同「自己人」一般。尤其當同事或老闆同為頭港人時，又更會互相

照顧，培養出濃厚的感情。等到行員後來自己想創業了，如果老闆覺得該行

員是個有潛力的人，還會出資協助或當銀行的保證人。

在此我們先將布業的老闆與行員的關係對比於前期的包工與工人之間的

關係（表二），那麼我們就能知道為何布商老闆與行員的關係往往可以維持

的更常久。
16
甚至在紡織業已逐漸沒落的今日，頭港布商老闆與其帶出來的行

員仍能夠對頭港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
17

表二 製糖會社工事承包與布店經營方式比較

製糖會社工事承包 布店

工作性質 靠體力（「武身」） 靠學習（「文身」）

工人年齡 成人 由囝仔工做起

工作時間 臨時 長期

薪資發放方式 按時發
每六個月發放一次，但通常

再投資於布店

當地人如何描述老闆招募工

人的方式
「叫工」 「牽成」

老闆與工人建立的關係 工事結束關係結束 如自己人

老闆與工人關係持續的情形
彼此沒有人情虧欠，不易發

展出長久的關係

能發展出較深厚、長遠的關

係

16 老闆與伙計的關係有時也會產生齟齬與衝突。即使如此，新頭港人仍會感念老闆在一開始

為他創造的機會與恩情。

17 在臺灣其他地方的紡織業中也可以看到與新頭港人經營布店相當類似的方式（陳介英 1997;

張家銘與葉秋玲 199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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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的論點：我們可知傳統布行由於以全面性的方式培養行員，以

致往往以延攬熟識的親人為主。在新頭港的例子中，親人與鄉親總是優先考

慮的對象。由於布業中囝仔工的訓練方式使得老闆與行員之間進一步發展出

長久深厚的如同自己人的感情。因此，在同鄉的情誼與布店組織兩者結合下，

新頭港已逐漸發展出一個宗親與鄉親緊密結合的新秩序。

七、新頭港成為「祖居地」（ancestral place）

當這群布商在外面經商成功後，他們也紛紛回到新頭港來重修祖厝。在

1955年左右，新頭港出現三座非常精緻的傳統古厝。分別都是新和興行中的

成員所翻修。當時所用的建材大致上都是從在新營經營木材行的鄉親購得的

上好檜木，修建者也來自學甲附近的師傅。

吳氏兄弟於 1954年也回鄉翻修祖塔 / 墳，並在 1974年決定在原祖居地

建造「光覽祖吳氏宗祠」。吳氏宗祠的建築形式當時在頭港的確相當突出。

它以∩字形傳統漢人三合院的形式為基礎，再結合西式樓房而成。據說當初

吳氏兄弟請了五位以上的建築師畫圖，但都不滿意，直到最後由自己臺北建

設公司的工務經理畫圖後，才拍版定案。該設計者提到，他花了相當多的心

思在屋頂的設計上。宗祠的屋頂是採用「廡殿頂」。廡殿頂在中國王朝時代

只有皇帝與高官才能建造，並有顏色作為區分。皇帝用黃色，官員用綠色。

雖然在民主社會中再也沒有什麼天子與庶民的分別，但是吳家在當時採用廡

殿頂，且使用黃色的屋瓦已顯示出他們希望能夠呈現出吳氏的高貴與氣派（圖

六 ）。

宗祠由臺北公司的建築師設計完成後，接下來的興建工程則由臺南一家

專門幫臺南紡織公司興建廠房的營造廠承包。宗祠完成後，大門前的牌匾由

當初的經濟部長李國鼎題字。宗祠另設宗祠基金會。基金的來源除了吳氏兄

弟外，其他捐獻者多半與新和興或臺南幫有關的吳姓成員。整個過程呈現吳

氏宗祠不僅在造型上以中西融合的形式，在頭港一帶獨樹一格，其設計、營

造到完工也顯示了吳家如何將企業長久建立的網絡、分據臺灣南北的資源以

及中央政府的人脈引進新頭港聚落中。換言之，吳氏宗祠具象了吳氏兄弟的

現代性、都會性及其廣闊的人際網絡。

接下來要進一步討論宗祠內部的安排。吳氏宗祠一二樓作為吳氏兄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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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堂兄弟居住休息之用。頂樓的大廳供奉的祖先前有「吳光覽暨歷代祖先神

位」，後面供奉的神位則上溯到整個吳姓的共祖：「吳開姓始祖泰伯公」、

「吳傳代始祖仲雍公」與「吳繼世始祖季歷公」。透過這個方式不但可以含

括頭港聚落內所有姓吳的成員，也可以更廣泛地容納聚落外吳姓的宗親。每

年春祭與秋祭不但有不少遷移至外地的吳氏宗親回來祭拜，也有不少臺南地

區的吳姓政治人物前來參與。

1979年出版的吳氏大族譜則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該族譜與一般族

譜編纂方式並不相同。族譜上記載著頭港吳氏宗族來自福建泉州府晉江縣。

第十五世渡臺後在頭港居住，有一部分後來再移至附近聚落。接下來族譜將

所有新頭港的吳姓庄民都廣納到光覽祖的分支世系下。然而，事實上在新頭

港並非每家都足以追溯超過五代以上的祖先，因此在族譜裡，從光覽祖到各

家的祖先之間幾乎都是空白！而且事實上新頭港的吳姓人家來自各地。雖然

同為吳姓，但各家祖先的祖籍並不相同。例如，當筆者訪問他們時，有人提

到他們是將軍鄉搬來的，並說以前他父親還要回去拜祖。另有人說他們祖籍

是漳州府，因為祖先牌位是這麼寫的。換言之，族譜所記載的親屬關係事實

上是一種「想像的建構」（也見Watson 2004: 904）。然而，在頭港卻很少

聽到對此族譜追溯方式提出異議。

圖六 吳氏宗祠（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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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頭港的吳姓可能有著不同的來源，然而大部分吳姓庄民仍能統合

在光覽祖的分支下、參與吳氏宗祠的祭祖活動以及共同捐獻吳氏宗祠基金。

背後所依靠的基礎不只是吳氏兄弟結合吳三連的政治力量所發展出來的集團

企業，更是他們在早期布業中牽引、提攜庄民所聯結出來的綿密網絡。

當然，這也是透過吳家的人在頭港、中洲、學甲、臺南與臺北各地的捐

獻而慢慢累積出來的聲望。吳氏兄弟助修頭港的地方道路、路燈與庄廟、捐

資興建當初就讀中洲國小的禮堂與庭園、贈送學甲娃娃車、救護車與圖書館。

吳修齊在臺南以及吳尊賢在臺北也分別捐資協助都市建設。吳修齊並頒贈全

臺性的大孝獎。我們可以看到隨著事業網絡的擴展，吳家的影響也從地方往

全臺擴展。

吳家的成功也使得過去的風水傳說似乎一一遂現了！前面提到那位唐山

來的風水師說新頭港乃：

「烏鴉落洋」的穴地，若遷往該地居住….住在最前排者最先發達，其次二

排三排循序興旺。住在後排者雖最慢發達，一發達則其大無窮。

新頭港的發展從第一排的吳天成家、第三排的龔聯禛到最後一排的吳修齊、

吳尊賢房子，似乎證明了這個風水先生預測！

人與風水傳說相互加強之下，頭港好地理的傳說也逐漸向外傳開。在1985

年左右，新頭港旅外紡織業者集資於入庄處設立「歡迎門」以及進行第二次

大規模修堤。
18
這次修堤不但把原有的護堤加高，並且以漿砌卵石的造型來

美化護堤。此外，護堤的形狀由以前的「一」字形改為「∩」字形。以類似

「躺椅背」的形狀，來比喻護堤作為新頭港人的「靠山」。外人也流傳著新

頭港的地理特別好，好到就連來此租屋暫住的人在外頭都做得有聲有色。例

如，常聽到的例子是暫住吳天成家的人。他早先只是路邊擺檳榔攤的小販，

在新頭港住了幾年後，現在已是學甲街上大型超市的老闆。1999年學甲鎮第

五社區獲得臺南縣政府補助進行社區總體營造時，工作人員就特別在入庄處

豎立一支「烏鴉落洋穴」的標示牌，介紹新頭港商人的成功。當筆者從事田

野調查時，「烏鴉落洋穴」的說法甚至都已出現在乩童的頌語中。

18 根據第二次修堤後所立的的石碑，內容記載著在 1911、1910、1936、1948、1958年也曾多

次修堤。但庄人對這幾次修堤多半沒有印象。或說那只是一些小修，不像這次是很大的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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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也看到吳氏建祖塔以及翻修祖厝（為宗祠）的方式為其他人

所模仿。尤其是吳氏家族的墓園（畚箕湖）附近，原本只是鹽分過重的荒地。

然而隨著臺南幫事業的發展，越來越使人們相信那裡的風水特別好，因此前

來買地的人特別多。尤其吳氏祖塔附近，更有各姓氏仿效，而呈現祖塔成群

羅列的情形。在聚落內其他姓氏或支派也受到了影響而陸續有吳北墻宗祠、

王姓宗祠相繼建立。

然而，在一波波興建祖厝宗祠熱潮背後，新頭港事實上面對的是大量的

人口流失。在外工作的商人只有在節日才回到新頭港祭拜祖先、神明。目前

庄內居住人口三十個不到，但到處充滿祖厝的情形，已使得新頭港愈來愈像

是一個「祖先居住的地方」（ancestral place）。這樣的一個「地方」已經與

當地的生活脈絡脫離，本身逐漸有它自己的力量。

八、「大中華經濟圈」與新頭港人

紡織業的盛景在 1980 年代末期遭遇了發展上的瓶頸。尤其在 1987 年以

後，由於臺灣薪資高漲、勞動力逐漸短缺、新臺幣升值、國際上貿易保護主

義盛行以及東南亞、中國等新興紡織工業國家之興起，均嚴重地威脅了臺灣

紡織工業的發展（林唐裕 1992: 163）。紡織業者或以提昇技術，朝向新產品

開發的方向發展，或以往海外設廠來尋求企業的第二春。然而，海外投資在

不同時期對臺商而言，成為降低生產成本、保持競爭力、規避國際貿易保護

以及發展多元化經營的主要方式（高長 2002: 341）。因此在各個行業中我們

都可以看到往海外投資的現象。中國由於地理接近以及語言與文化的相似性，

這幾年來已成為臺商投資的熱門地點。

這個發展方向解構了過去製造業以臺灣島內為中心的上中下游垂直整合

（周志龍 2000: 9），而形成一個新的跨界經濟區域，含括了臺灣、香港與中

國，統稱為「大中華經濟圈」。
19
然而，這個新的臺灣 / 香港與中國產業垂

直分工方式，也逐漸改有平行分工的趨向（高希均等人 1995）。

新頭港人，特別是紡織業者以及電子業者，在 1990年前後已陸陸續續到

19 可依個人論述的著重點或時間點再分為「南中國區域」（王振寰 1997）或「華東經濟圈」

（周志龍 20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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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資。由於田野工作的限制，本文將從那些筆者有機會能做較深入訪談

的業者吳德才與吳大富談起。吳德才早期在臺灣時亦是一位批發布商，經歷

過紡織業的高低起伏。1980年代末期結識了香港商人，透過他的引介，將貨

品賣到中國，並在 1993年左右於福建設廠。他提到一開始生意十分不錯，尤

其從 93 到 97 年間生意都很好。但是近年來，中國本地的紡織技術亦急速追

趕，使他在經營上已頗為吃緊。

至於從事電子業的吳大富兄弟在中國的發展可說是最傑出的，算是新一

代新頭港企業家的代表人物。老三吳大富告訴筆者他的父親過去因為在頭港

無法維生，而到將軍鄉漚汪學牛車與打鐵，後來輾轉回到學甲鎮上開打鐵店。

由於沒有趕上新頭港的紡織業發展風潮，吳大富兄弟四人都沒有進入布業，

而另選擇了與電子機械相關的行業。他的二哥後來自己出來創業，接連開了

兩家電子公司，經營相當不錯。但後來因婚姻問題而離開臺灣到美國發展。

1985年他到中國考察，發現中國的發展潛力後，在 1986 / 7年間便以美國公

民的身分在廣東設立電子工廠，在臺商尚未進入前搶得先機。目前的企業橫

跨中國、香港與臺灣三地，員工約有六千人。企業的分工上，中國有工廠進

行製造，銷售則由香港公司負責，臺灣則是做研發方面的工作。吳大富也在

1991年前去設廠，但由於身體不佳而將工廠賣給其兄後回臺養病。現在老大

也在中國與老二一起打拼。老四則在臺灣的公司做研發的工作。

吳家兄弟在中國發達了之後，也約在 2000年左右回到新頭港翻修舊厝。

事實上以前吳大富的叔父也曾於新和興布行工作。自己出來開業後，賺了不

少錢，而在光復不久後回鄉翻修祖厝。因此吳大富舊祖厝在未改建之前即已

十分典雅。但吳家兄弟認為舊厝在現代社會已不實用，因此仍決定拆除重建。

但重建過程中將原屋的吉祥物，蝙蝠，留下來作為新屋的壁飾。他們也將舊

厝拍攝下來，並將照片懸掛於新屋一樓客廳正中，以「屋中有屋」的設計來

顯現吳家兩代的成就。

為了呈現他們的成功，吳家兄弟花費不少心思來設計他們的新祖厝。吳

大富說：「設計師畫好後，我們修改了約五十次！」此話雖有些誇張，但足

見他們重視的程度。新的房子為「改良閩南式」建築，混合了他們想像的「閩

南式」與西方現代風格（圖七）。當吳大富帶領筆者參觀房子時，他也不斷

強調房子裝潢的現代性與實用性。筆者問他為何設計這樣的房屋時，他以「因

為我們都是從閩南來的！」、「我們是科技人！」來回覆。這些回答呈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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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閩南的認同以及作為一個現代電子新貴的驕傲。

九、「烏鴉落洋穴」的具象：「風水寶地」的再創造

類似於過去事業有成之前輩的作法，從事電子業成功的吳家兄弟也提出

他們對新港空間的整建計畫。所不同的是，他們從臺南帶回一位風水先生，

而且非常信任他對新頭港風水的解釋。這位風水先生認為新頭港的舊堤上有

太多木麻黃，因此看起來過於陰森。於是，他建議把舊的雙層護堤拆除，改

建一個更高更新的護堤。吳家兄弟向庄民提出了這個建議，並表示他們願意

負擔所有的改建經費。這樣的計畫，從某方面來看，亦顯現了他們透過對新

頭港空間的重整來確認其權力的雄心（參見 Bender 2001）。

然而，吳家人發現他們的提議並不易得到庄人的支持。由於庄人對於舊

堤的看重以及無法預期拆除舊堤會帶來甚麼後果，因此他們決定讓新頭港的

守護神池王爺以及舊頭港、南鯤鯓與學甲神明們來定奪。後來神明指出了一

個妥協的方式：為了不破壞新頭港的地理，舊堤可以加高，但不能拆除。神

明同時劃定新堤以及上面栽種樹木的尺寸。由於經過神明指示後的修堤方式

並非原初吳家兄弟的想法，因此他們不願意承擔所有的修建費用，而退出整

修護堤的領導角色。

圖七 吳大富兄弟的祖厝（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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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他們的退出，池王爺的負責人吳智明只好承擔起了這個整建的計

畫。
20
吳智明過去也曾經是相當發達的紡織商人，擁有布行與大紡織廠。他找

來了他在布行時期提攜的兩大弟子幫忙。一個負責工程建設，另一個負責籌

款。換言之，他以他過去在紡織業界建立的關係來執行這個計畫。募得的款

項大部分來自紡織商人。但更重要的是，新頭港庄民幾乎都參與了這個計畫。

社區整建在 2005年 1月完成。

吳家兄弟的退出顯示了他們意識到修堤需要的不只是金錢的投入，更需

要整個聚落的支持。然而他們是在外成功之後才回到新頭港的，原來與聚落

的人並不熟識。因此，與庄民的溝通難免有其限制。此外，吳家所經營的為

電子高科技產業，工廠設於中國，銷售透過香港。並無法如同早期布商一般

透過學徒制拔擢鄉親，因而不易在聚落中建立廣泛的網絡。沒有這些網絡，

往後的溝通只會更為窒礙難行。即使他們投資更多的錢，也不易達成他們的

期望。

然而，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吳家並沒有強烈的意願想要與新頭港庄民建

立長久的關係。庄人的想法對於他們而言往往是「過於保守」。當吳家兄弟

們回到新頭港時，與當地的互動極為有限。他們也沒有如過去的紡織業商人

一樣修建大型宗祠或祖塔，開放給宗親使用。後來當吳大富因病過逝以後，

吳家雖然與其宗親一起修建墓園，但墳墓仍分開，各自埋葬祖先。

吳家的人，事實上，更有興趣的是「新頭港」這塊地的風水。這可從他

們非常積極地回應風水先生對新頭港地理的重新詮釋看出。這位臺南的風水

先生將先前吳修齊留下來之模糊的「烏鴉落洋穴」概念予以具象化（圖八）。

吳家房子的位置在他的說法中位於烏鴉的上半身。它需要有開展的雙翅做支

撐才能飛得又高又遠。為了獲得這個風水寶地的好處，風水先生做了幾個建

議：首先他認為吳家兄弟家要買下翅膀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護堤後魚塭用地。

然後將其填平，以恢復到新頭港剛形成時候的狀態。如此才能重新獲得新頭

港的風水福庇。其二是風水先生認為最近進行的修堤工事可能斬斷烏鴉身體

與翅膀的聯結，因此必須行一個儀式將二者再度連接在一起。吳家兄弟聽了

之後，不但以非常高的價位買下了魚塭，重新填土，也按照風水先生的意見

舉行儀式以將「身體」與「翅膀」連接。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吳家人如此聽信

20 池王爺原為吳智明家的「祖佛」，後來「落公」為新頭港的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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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先生的話讓地方庄人覺得不可思議，私下對風水先生的解釋與吳家的作

法議論紛紛。吳家如此做的理由可能很多，除了個人因素外，也應與他們正

在面對非常不穩定的全球經濟與非常競爭的電子產業有關。除了重整風水之

外，風水先生也建議吳家兄弟在新頭港盡量的買地。他們因此託人私下諮詢

庄人，探問是否有人願意賣地，並表示願意以高價購買。

我們可以說在吳家與臺南的風水先生種種想像中，「新頭港」的重要性

已不僅是一個「祖居地」。在未曾於新頭港出生長大的吳家兄弟與外地來的

風水先生的思考中，新頭港已成為一個可被探勘、重整、甚至再擁有的「風

水寶地」。對於這個時期的旅外企業家，「故鄉」的意義已不再蘊含著血緣

與地緣不可切割的道德聯結。相反地，在外來知識的重構中，新頭港或故鄉

已發展出一種新的類似於「藏寶庫」的意象。

無疑地，吳家兄弟的作為在新頭港引起不少批評。在茶餘飯後經常可以

聽到如「不滿足」、「有，但還要更多！」的評語。我們看到此時關於故鄉

的不同想像同時並存，且相互競爭。

圖八 烏鴉落洋穴的具象



328 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

十、結 論

本文透過一個不斷向外遷移的人群來探討想像故鄉的不同文化形式。新

頭港一百年來的發展說明了移民對故鄉往往有著不同的想像：它從早期與當

地的社會脈絡不可分，逐漸發展成「祖居地」，然後轉變為類似「藏寶庫」

的意涵。因此，我們所熟悉的「故鄉」概念──即，建立在濃稠之血緣與地

緣的關係以及其中所蘊含的道德優越性──也只是眾多想像故鄉方式中的一

種。本文認為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空間分配（Appadurai 1996; Gupta and

Ferguson 1997; Hannerz 1996）、聘僱方式與文化空間概念才是形塑「故鄉」

如何被想像的基礎。然而，從另一個面向來看，新頭港也是一個極佳的實例，

讓我們看到即使在今日人與物的移動越來越為頻繁，交通愈來愈快速便捷的

全球經濟體系中，故鄉這種特殊類型的地方對臺灣漢人而言並沒有因此而失

去其重要性。在不同社會歷史過程中，它反而不斷發展出新的文化意義。

除了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本文也著重各個時期之聘僱方式的討論，特

別是紡織業時期的遷移模式與學徒制如何加強當地的宗親與鄉親的關係。正

是如此的聘僱方式使得新頭港的發展過程有別於臺灣其他鄉村聚落，例如葛

伯納之小龍村的例子。小龍村在 1960 年後也遭逢人口大量地移到都市的問

題，隨之而來的是宗族力量的式微（Gallin 1982: 229）。如此發展上的差別，

如果從各自的遷移模式與聘僱方式來看，就可以更清楚地瞭解為何不同時期

或不同地方的移民與故鄉會發展出相當不同的聯結關係。

此外，這個研究也指出當我們將移民與故鄉的關係視為真實且必然時，

我們同時也簡化了移民對故鄉依戀與歸屬的複雜性（Malkki 1997: 72）。一

方面，我們無法認識到一個地方的內涵如何在此過程中不斷改變。另一方面，

也忽視了移民如何透過再造故鄉的過程而展現自身。因此，這篇文章從建築

與空間的角度切入，試圖更深入地探討移民與故鄉的關係。筆者不但討論了

故鄉意涵的轉變，也分析移民如何透過各樣的建築形式來呈現他們的政治經

濟成果、社會網絡、個人品味與多重的認同。如此，我們可知建築不僅是移

民用來展現今世成就的方法，更是他們將現世的成就轉換為恆久文化價值的

方式。這是為何大部分新頭港人，或是一般漢人（Chen 1938: 118; Watson

1975, 2002; Eng 2000, Hsu 2000 ），一旦在外功成名就無不盡力將他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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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最能表現自己的建築型態引進他們的故鄉，而失意者則往往任其房

屋毀壞、倒塌不顧。至於那些成就更為傑出的人則競逐於聚落空間的重構，

以此得到更大的文化權力（Bender 2001）。在此過程中，大社會的流行、概

念、風格因此不斷引入地方。漢人的鄉村社會因而免於凋蔽的命運，不斷獲

得新生。這些建築看來時而突兀，但也時而有其創意。傳統與現代在其中重

新配置、磨合，傳遞著一種新的自我與肯定。

最後，新頭港的例子讓我們重新思考「再地方化」與「再地域化」的概

念。這些概念在全球化與地方化二元對立情況下被提出來，通常指的是當地

方面對外在的力量進入時，當地的文化邏輯如何吸納而產生再地方化的過程。

如此的看法強調的往往是持續的面向（Thomas 1998,也見 Sahlins 1993[1988],

2000[1999]），而使我們不易看到地方社會與文化的變遷。新頭港的例子提供

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尤其是最後一個階段的發展。當新的全球經濟直接

影響到新頭港時，我們看到移民雖然仍將自己再植於故鄉的土地上，但是這

個再地方化的方式已與過去追求血緣與地緣的聯結，因此具有道德性的意義

非常不同。在外來知識主導之下，新頭港做為「藏寶庫」的意象已更為突顯。

它不僅與當地關於新頭港的不同想像並存，彼此之間也相互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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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Precious Fengshui Land”:
Migration and Place Making in Taiwan

Lin Wei-Pi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draw on a specific ethnographic case from Taiwan to discuss

how“moral excellence”of a native place, connoting intensive kinship ties and

territorial attachment, has formed out of the diffe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cultural ideas of place. Second, I

show how, by rebuilding ancestral houses, tombs, and executing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migrants convert their material success into long-

lasting cultural value, the new architecture also being designed so as to objectify

their new identities. Finally, I argue that when the migrants engage with the new

era of global capitalism, in which kinship and territorial ties are significantly de-

emphasized, it change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people in their place of origin.

Their imagination of homeland is thus elaborated by knowledge gain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nd is replaced by an image of a“treasure trove”, which contests

with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homeland.

Keywords: homeland, migration, place, fengshu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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